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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的再反思
———基于《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 ①

郭占锋

［摘　 要］ 　 在国际农村发展领域，对乡村内生动力的关注由来已久。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

代，日本学界兴起对“如何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并适时提出“内发型发

展”的理论主张，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农村发展问题的探讨，同时促进了发展理论的转

型。 为追本溯源，进一步揭示“内发型发展论”的本质特征，本文回顾了鹤见和子对费孝

通、柳田国男两位学者的研究，对比中国“苏南”与日本“大分”两地在探索“内发型发

展”的实践过程中各自形成的独特模式，以深入探究“内发型发展”的理论价值与实践

意义，这对当下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内发型发展论； 乡村振兴； 苏南模式； 大分模式

［作者简介］ 　 郭占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①　 本文撰写过程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卢渊协助查阅相应资料，特此感谢。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８ ／ ０９２６ ／ ｃ１００１ － ３０３１５２６３．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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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８ 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

原则之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

中的主体作用，以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②。 这说明，农民作为乡村

内生发展最重要的主体力量，既是实践主体，也是动力来源。 在脱贫攻坚期间，连续

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等主

张，旨在通过新的激励性、开发式帮扶措施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自立自强。 随着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的完成，２０２１ 年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对此，同年的中央一

号文件在“深入推进农村改革”部分提出了“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

制，充分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③的新要求。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聚焦

“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激发问题。 脱贫地区群众的自我发展基础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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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薄弱，是激发内生动力的主要对象。
从统计数据来看，２０２２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２. ４５（农村居民收入 ＝

１）①，反映了农村发展进程的相对滞后性。 此外，人力资源流失仍是广大农村普遍存

在的症结，究其原因，多是农村难以创造足够的经济回报以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生
计压力迫使农民进城谋求更高的劳动报酬。 在此情境下，为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村

地区风貌，探寻激发农村“内发型发展”的动力要素与路径就显得十分重要。
“内发型发展论”正是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

从区域基础来看，乡村振兴战略具体举措的实施首先以一定的地域为单位，作为承担

发展主体的农民，内生动力驱使其参与各项发展行动，以创造惠及自身的发展成果。
在此过程中，农民是乡村发展的众多动力要素之一，与其他要素一同构成其所在农村

地区的发展前提，这与“内发型发展”的实践单位、基础并无二致。 从实现路径来看，
培育农民主体动力，再以政策或制度措施增加农村地区的可用资源，使得农民主体与

地区资源相结合，创造市场与文化开放的、城乡互联互通的、平等交换的农村，这是

“内发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共同的实践过程。 从发展目标来看，乡村振兴包含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是全方位、多层面、高度关联的有机整体，反映了

农村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理想图景。 相应地，也带给农村居民多样需求的满足条件

以及自我实现的环境，与“内发型发展”强调的人类“共同目标”相吻合，即满足人类

对衣、食、住、医等的基本需要，创造出能使每个人成为一个“人”的充分的条件和环

境（鹤见和子，胡天民，１９８９）。

二、文献回顾

自发展成为人类主要关注的问题以来，各地在回答发展命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外

发型 （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内发型 （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以及新内生发展 （ ｎｅｏ⁃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三种理论及模式。 顾名思义，三种不同发展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地方与非地方

因素在参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力量的强弱。 面对乡村地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击下

有贫困、衰弱趋势，发展中国家最先采取了外发型的发展模式（杨丽，２００９），即区域

发展主要依赖外部资本、知识和资源等，内部知识创造还不构成主要发展驱动力（贺
灿飞，２０１８）。 此种模式将地方排除在外，剥夺了地方发展的话语权，使得发展成果

难以被保留在本地，导致发展进程的不可持续。 因此，鹤见和子和胡天民（１９８９）总
结出“内发型发展”，作为“另一种发展”的同义词。 此种发展模式强调发展过程由本

地控制，发展选择由本地决定，发展收益保留在本地（Ｓｌｅｅ，１９９４），这成为以欧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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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蓝本的后发国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 也有学者将上述两种发展路径整合起来

进行讨论。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新内生发展论（Ｒａｙ，１９９９），这是一个“上下联动、
内外共生”的发展模式（文军，刘雨航，２０２２），其分析单位从地区变为地方力量和超

地方力量交互作用、动态控制农村社会发展的复杂网络（吴越菲，２０２２），以网络为核

心形成参与者组合本地和外地知识来响应当地需求的动态机制（Ｂｏｓｗｏｒｔｈ，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针对发展战略提出国家行政系统、外部资源系统、地方

行动者系统相互作用的“协同发展”（梁立新，２０１５），针对发展目标提出达成社会福

祉或居民福祉良好内在状态的“繁荣性发展”，其中增强内生发展能力是走向繁荣性

发展的途径（塞利格曼，２０１２：２４ － ２５；檀学文，２０１８）。
就我国当前的发展态势而言，无论是大到一国范围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小

到一个村域范围的“内生动力激发”主张，实质上都体现了以内发型为主的发展理

念，国内的既有研究也倾向于支持这一发展模式。 目前，关于“内发型发展”的研究

多集中于概念界定和不同地域的案例总结两方面。 首先，从概念界定来看，“内发型

发展”也被译为“内发性发展” “内生式发展” “内源式发展”。 日本学者三石善吉

（１９９９：１）认为“内发性发展”指的是，在力图保持固有的“文化基础”的同时，积极地

导入外来文化并加以实践从而促进本国发展的一种模式。 王志刚和黄棋（２００９）基
于发展经济学视角，指出“内生式发展模式”是以区域内的资源、技术、产业和文化为

基础，以区域内企业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本地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最大化区域经济

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通过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使乡村达到自己想要的

发展形式，另一方面把利用乡土资源所创造出来的总价值重新分配在该地区内（张
环宙等，２００７）。 虽然学者对“内发型发展”的概念界定各有差别，但其中包含的核心

特征却基本一致，即强调发展的内源性潜力、倡导开放性的区域经济、追求可持续性

生计、注重地方民众的自主参与以及构建民众的区域认同（方劲，２０１８）。 其次，从不

同地域的案例总结来看，当前学界对既有成功案例进行经验总结的主要目的是探寻

区域“内发型发展”的动力机制。 从理论上说，地域是内发性发展观的分析单位；从
实践上说，地域是内发性发展的发生场所（陈卫平，１９９３）。 但是关于地域的范围却

没有严格的限定。 从县域范围来看，吴重庆（２０２１）认为，整合在地资源，形成全域性

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整合，才能促进县域内第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成为超越

“空心化”的县域乡村振兴的起步之举。 从村镇范围来看，乡村精英是主导力量（陆
学艺，２００１），他们发挥着纽带作用，对内以乡村自组织为基础场域引领农民，对外联

结政府与资本辅助乡村自组织，分别形成原始动力与辅助动力（杨高升等，２０２３）。
在外部动力的辅助下，内生资源成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农民组织化成为村庄

“内发型发展”的动力基础，农民之间的身份认同为实现“内发型发展”提供了保障

（张玉强，张雷，２０１９）。 此外，另有学者基于村庄熟人社会基础，发现熟人关系网、人
情机制和面子观同样也是村庄“内发型发展”的原动力（马荟等，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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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内发型发展论”衍变至今，已然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关

于地域成功案例的研究倾向于总结各地实现“内发型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机制，内外

部力量是其中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案例总结对于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交流借鉴具

有重要意义，但是适用范围毕竟有限，要想使“内发型发展论”服务于系统性、全局性

的乡村振兴战略，对其进行理论溯源是十分必要的。 当前，学界关于鹤见和子“内发

型发展论”的深入研究较少，仍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 从理论上来看，鹤见和子将费

孝通关于经济模式的研究与柳田国男关于民俗学的研究看作“内发型发展论”的理

论原型；从实践上来看，中国苏南地区和日本大分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成
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日学者共同研究的典型地区范例。 本文正是基于此次对话成

果，即《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文集，回顾鹤见和子的“内发

型发展论”，反思中国“苏南模式”与日本“大分模式”的发展实践，以回应乡村振兴中

激发内生动力的现实问题。

三、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

“内发型发展”并不意味着孤立封闭，与“外发型发展”也不是二元对立的。 作为

“内发型发展论”的先驱，鹤见和子在理论创立之初就承认了外部力量参与当地发展

的合理性。 她认为，“内发型发展”指的是人们在目标上一致，但通往该目标的途径、
实现目标的社会面貌及人们的生活风貌，要靠该地区的人和集团依据原有的自然生

态环境，根据自己的文化遗产（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情况，自律地进

行创造（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４４）。 作为理论，“内发型发展论”是现代化论的置换概念

（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４３）。 这种理论以地区为调查单位，由本土学者依靠独自摸索来研

究，使得抽象出的理论与其所分析的地方社会“同源”。 在实践中，“内发型发展论”
强调社会变迁要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并主张以传统中有用的部分来解决现代问题，最
后以人的成长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４４ － ４７）。 鹤见和子认为，中国

学者费孝通与日本学者柳田国男所做的研究具备上述特征，因此可以将二者的研究

视为中日各自“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
（一）“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研究

从图 １ 可以看出，因知识背景、经历、职业、国情的不同，两位学者所做的研究在

范围上是有所差异的。 在村镇连接体区域范围内，主体（地区居民）、共同组织、地区

传统是实现“内发型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二人对这三者的看法不同，由此引起

对“内发型发展”动力开发侧重点的不同，所用的方法与总结的途径自然也不同。 费

孝通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实践特征，旨在通过模式比较，促成地区间在“内发型发

展”实际过程中的相互借鉴与合作。 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实际情况来确

定发展模式；基于不同模式之间的交流，针对自身面临的问题在其他模式中寻找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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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参考制定解决的办法；在发展道路各不相同的地区建立联合与协作的关系，
取长补短（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８６ － ８８）。 柳田国男经历了由农政学转向民俗学的学术

生涯，并以日本战败为转折点，将民俗学定义为内省学科（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６９）。 柳

田国男着眼于日本一些地区出现的割裂抛弃传统文化的现实，否定了持此种观点的

现代化理论，强调重新认识地区传统。 他认为，解决近代的困难问题，必须使古代的

智慧与现实情况相结合，而且联系外来的经验，进行改革创新（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９１）。
此外，柳田国男将地区传统看作是本质相同的东西，由此，对相异地区之间的传统发

展样态进行比较就有了较大的意义。 通过比较各地区的不同风俗习惯及信仰的形

态，就可以探索出从旧形式转化为新形式的过程（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９４）。

图 １　 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研究比较

注：根据［日］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一文整理。
　

（二）“内发型发展论”的核心要点

凡图 １ 中涉及内容，均为“内发型发展论”研究的范畴，两位学者研究内容的交

叠之处则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 由此，在鹤见和子关于“内发型发展”定义的基础

上，结合费孝通与柳田国男两位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可将“内发型发展”的理论特

质做出进一步概括。
其一，地区居民应当成为承担发展的主体。 虽然两位学者都认为“内发型发展”

应当依靠民众的智慧和力量，但相比之下，柳田国男更关注区域内的人，而费孝通则

更注重包括人在内的地区整体的发展。 费孝通的目标在于，探索并归纳不同地区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若干不同模式。 他认为，因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只要掌握了足

够多的模式，每个地区都可以在模式之间的比较中找到为我所用的发展方向。 与此

相反，柳田国男想探索的则是，承担日本“内发型发展”的主体的形成过程（鹤见和

子，１９９１：８９）。 其实，费孝通所探索的模式仍是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

基础的，因此，看似越过“人”本身直接探讨“人”运用其他要素推动区域发展的路径，
实则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该模式是当地人立足于本地资源支持所在地区自主

发展的独特模式，在此过程中，“人”的主体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因此，从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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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主体出发，费孝通将主体实践的具体路径作为研究重点，其设想在解放后的中国

逐年得以实现（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６２）。 不同的是，日本的战败结局对柳田国男的学术

思想造成了冲击，他选择了所谓民间信仰这类较为内省的主体形成及探索动机方面

的课题（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９９），意在通过重新挖掘传统民间信仰确立居民主体观念的

精神支柱（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９４）。
其二，共同组织是有效的参与力量。 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发展期间，苏

南模式中的工业企业一直是集体所有制。 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中对农特产品与

产业经营方式进行创新也是以一个“町”或“村”为单位进行。 组织化作为人们有效

的参与方式，其合理的组织结构使得组织化成为“内发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首

先，“内发型发展”以地区为单位，它要求人们朝着共同目标自主创造。 共同目标本

身就可以成为人们之间的联结纽带，有利于组织的形成。 其次，在地区前期积累薄

弱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联结有利于更快聚集产业开创所必备的生产要素。 此外，
鹤见和子将费孝通笔下的开弦弓村的合作工厂模式与柳田国男对产业合作社的独

到见解进行了比较，她认为二者的观点具有相似性。 合作工厂与按照《产业组合

法》建立起来的合作社联结方式不同，前者是靠自发建立关系的，后者则是借鉴了

西欧的法律而依靠规范文本的强制力组织农民的。 柳田国男批判了《产业组合

法》，认为其主要缺陷是缺少对农民自发性的关注。 由此可以看出，二者都提倡农

民以合作为主要方式、以共同组织为主要载体，在为成员增加创收机会的同时，以
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其中，柳田国男所论述的合作社目标更为宽泛，甚至还包

括使合作社发挥教育作用，即以限制贷款和日常道德训练为手段对成员进行道德

约束（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７２）。
其三，承认传统要素的重要作用，主张保留传统要素。 费孝通认为苏南的社区所

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家长作主、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正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组织原则（费孝通，１９９１：７）。 苏南的乡镇企业，从村镇领导

管理、镇内居民务工、利润支援农业与福利事业等方面来看，都与之非常类似，可以说

是从传统大家庭模式衍生而来的。 不只是乡镇企业，任何新生事物都无法与旧有的

传统完全割裂，柳田国男同样持此观点。 相较于对发展过程进行明晰的阶段划分，费
孝通更倾向于认为以前社会的很多因素仍然被现代社会所保留。 两位学者的观点差

异之处在于对传统本身的看法，费孝通认为地区传统本质不同，须区别对待；柳田国

男认为传统是本质相同的，不同的只是现代化变迁中外界因素对于地区传统的影响

程度，因此，从各地传统到现代发展过程的比较中可以找到保留传统适应现代化的方

法（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９２ － ９４）。 但无论如何，二者承认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思想是一致

的。 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既有天地人的具体条件，也有其组织

结构和理论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发展成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

与之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做支柱（鹤见和子，胡天民，１９８９）。 地区传统，既包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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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社会关系，也包括文化、民俗等要素。 在以开发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人们更关

注工业对当地的冲击，强调工业化不能完全脱离传统，重视的是工业这一新兴业态如

何与传统要素并存且相互适应。 但是，现在农业的多功能性得到开发，新兴产业与新

兴业态不断涌现，部分传统要素甚至成了促进地区发展的可用资源，其在“内发型发

展”中的作用范畴更广泛。

四、中日的“内发型发展”实践———“苏南模式”与“大分模式”之比较

我国“苏南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但真正腾飞的时期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之

后。 该模式通过对政策的实践验证了费孝通的小城镇建设理论。 日本大分县“一村

一品”运动从具体实践来看，核心是依靠县民、县内资源，政策只在其中承担了宣传

等辅助性作用，使得大分县成为“内发型发展”的代表。 因此，在中日关于乡村振兴

和小城镇问题这项联合调查研究中，两者经常被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一）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是指江苏省南部的农民率先实践的，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乡办和

村办工业为主导，以大中型城市为依托，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由县乡两级政权直

接领导的一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朱通华，１９９１：１０４）。 苏南乡镇工业的产生发

端于人民公社时期，各个公社都办了一个农机修配厂，成了社队企业的基础（杜润

生，２００５：１６９）。 此后经历几番起伏，直至 １９７８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率先开始实

施经济体制改革，一系列活跃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出台（朱通华，１９９１：１１１），社队企

业得此契机终于实现了真正的发展。 １９８４ 年，中央四号文件《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

局面的报告》从国家层面肯定了社队企业，并将其改称为乡镇企业①。 由社队企业长

期积累而延续下来的乡镇企业主要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其管理者与行政机构基本一

致，由乡长或村长担任（费孝通，１９９１：６）。
江苏省在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现实问题时，选择了乡镇企业作为承担发展的载

体，吸纳了当地众多农村人口就业，解决了农村大量劳动力相对剩余的问题。 江苏省

历来有着农工相辅的生计模式，从事农业与手工业获得的收入共同构成使“黎民不

饥不寒”的小康水准（费孝通，２００７：３０９）。 乡镇企业脱胎于手工副业，自农村经济体

制改革后，工农业分工更专业化，农业因为承包经营而留在了家庭领域，工业则脱离

家庭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归属集体。 此时，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得到

发展，与此同时，还拿出了部分利润进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 这是对传统生计模

式的新创造，实现了地区工农、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苏南模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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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过程中，重视与支援农业，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润分配方式以及辛勤开拓市

场等特征，使得苏南地区形成了以爱国精神、集体精神、竞争精神为主的苏南精神

（朱通华，１９９１：１６１ － １６２）。
（二）大分模式

苏南乡镇企业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到达快速发展时期，在时间上与日本大分县“一
村一品”运动的开展是非常接近的。 苏南是费孝通的理论得以付诸实践的地区。 大

分县“一村一品”运动也有其明显的特征和独特的地区开发方式，可以称为“大分模

式”（朱通华，１９９１：１２９）。 不同于人多地少的苏南农村，日本由于没有严格的城乡户

籍限制，劳动力随意流动造成了农村地区“空心化”的局面，大量青年劳动力流向城

市，人口稀少成为地区面临的现实问题。 平松守彦是在日本推行“一村一品”运动的

核心人物。 １９７９ 年，平松守彦担任大分县知事，为弥合城乡发展差距、减缓人口流

失，他提出了开展“一村一品”运动的倡议，包含三个要点：挖掘特产品、开发新产品、
加工销售特产品。 起初当地民众对于这项倡议的接受程度非常有限，平松守彦通过

不断组织干部、思想动员等工作，对民众进行宣传，才促使这项运动落到实处。 虽然

“一村一品”运动的发端带有“推行—接受”的被动意味，但是其持续发展与“大分模

式”的形成则依靠民众的自发创造，展现了强劲的内部动力。 平松守彦认为，“推动

‘一村一品’运动的原动力，归根结蒂是人，是精神的高昂”（朱通华，１９９１：１５０）。 资

源的重新利用、产品的创新、加工与销售全都依靠县民自身，由此，大分县形成自立、
自助的精神支柱，这也与柳田国男所主张的使地区居民主动改造自我的内省型学说

相对应。
（三）苏南模式和大分模式的相似之处

从地理位置、经济体制、现实问题等客观因素来看，江苏南部与大分县是两个不

同的地区，但尽管如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相互共鸣的地方（宇野重昭，１９９１：１７７ －
１７８）。 如表 １ 所示，其显著表现为都以产业切入先进行经济的发展，实现“内发型发

展”的重要条件，以此带动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在改变地区居民传统观念的同时

提高生活水平。 纵观二者的产业发展过程，发现存在着如下相似之处。 一是政治力

量参与其中并提供了支持与服务。 其中，“一村一品”运动发端于时任大分县知事平

松守彦的倡议推动，政府作为主导力量以电视、广播等媒体为渠道进行大力宣传，加
速了“一村一品”思想的广泛传播，在“一村一品”被民众广泛认知并付诸实践之后，
政府也制定相关配套政策，设立了“基金会” “推进协议会”，提供了技术指导、信息

传递、人才培训、表彰鼓励等多方面的服务工作，以支持“一村一品”运动持续进行。
而苏南乡镇企业的形成与发展也与国家层面“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

关联密切。 随着改革不断释放更大的活力，最终实现稳步发展。 二是两地都从地区

实际出发，尊重传统与利用既有资源。 “苏南模式”是将当地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企

业基础在改革开放时期适时创新，引入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增强旧有企业的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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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同时，将利润分配方式保留，部分利润仍然流向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事业，保证

了农业生产，适应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流动特征以及不愿意完全放弃土地这一心

态。 大分县则是采用“农业里边出工业”的全链条式产业发展方式，以地方农产品为

基础，开发创造深加工产品或探索利用农特产品发展第三产业的模式，直接延长当地

的农业产业链条。 诸如“吉四六酱菜”是玖珠町将当地产出的蔬菜搭配制成别具特

色的三色酱菜，并以传说故事中一位足智多谋的逸士“吉四六”的名字命名，创新出

与文化相融合的深加工农产品。 三是“内发型发展”由当地居民推动，但也离不开人

才的带动作用。 两地的发展都体现了“三类”人才参与的特征，包括设计者、政策研究

者及敢于行动的实践者。 “三类”人才中，前两类大多是外来者，而实践者以本地原有

居民为主。 小城镇工业化在构思和理论上的关键人物是费孝通，在政策研究方面有朱

通华及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在实践方面有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广大的乡

镇基层干部（鶴見和子，川田侃，１９８９：２５５）。 同样，日本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是平松

守彦以“内发型发展论”为指导策略，经过较为完备的路径构想之后倡导推动的，由大

分县提供行政支持，敢于开拓的县民响应号召而参加的地区开发运动。

表 １　 苏南模式和大分模式的异同

相异 苏南模式 大分模式

企业所有制 集体经济为主 私营经济为主

现实问题 人多地少 青年劳动力外流，人口稀少

发展基础 社队企业 各式各样的地区资源

工农关系 以工促农、以工建农 农业里面出工业

精神支柱 爱国、集体、竞争 自立、自助

以产业入手

相似
有政治力量的支持

从实际出发，尊重传统、利用资源

依靠设计者、政策研究者、实践者三类人才

　 　 资料来源：根据朱通华《中国“苏南模式”与日本“大分模式”的研究》、［日］宇野重昭《“一村一品运动”和
“离土不离乡”的思想及其领导者》整理。

（四）“内发型发展”的动力因素

基于以上讨论，发现构成“内发型发展”动力的要素有五个，即政策、资源、市场、
技术以及运用上述物质要素的地区居民（见图 ２）。 其中，资源是基础，包括自然资源

与传统文化资源两类。 “内发型发展”必须要立足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在尊重地区

传统、顺应地区物质文化条件的同时将其合理、充分利用。 市场是关键，包括区域内

外两个市场。 一般认为内发型的涌现，其发端在于弥补内部需求 （清成忠男，
１９９１：２９７），进而扩散到区域之外乃至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创造地区内部、地区

与愈加广泛的外界之间物质交换的良性循环，获取源源不断的地区积累。 如果说

资源基本上都来自本地区，市场需要由内而外逐渐开发，那么技术则几乎全部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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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先进地区。 实现“内发型发展”与外引先进技术并不冲突，相反，技术是其不

可或缺的工具。 更重要的是运用工具的人，即地区居民，应当顺应地区发展要求引

进技术，而不是作为外部技术输送的被动接收者。 政策是普遍关系到人力资源与

物质资源各方面及其组合应用的要素，在“苏南模式”和“大分模式”中也展现出了

强劲的推动力。 事实上，受政策干预而发展起来的地区能否归为“内发型发展”是
有条件的。 把特定地区居民在该地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社会运动作为政策采纳时，
要让它成为持续的内生发展，关键的因素是社会运动必须继续推行下去（鹤见和

子，胡天民，１９８９）。

图 ２　 “内发型发展”的动力要素
　

（五）“内发型发展”的特征

既然“内发型发展论”作为不同于外发型发展模式的另一种道路选择，那么从理

论实践中凝练出来的特征也是相对于外发型发展模式下的特征而言的。 外发型发展

模式的分析单位由大到小可以是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的后发国家，也可以是城市的

对照面———农村地区，其实践路径主要是来自发达地区的资源强势注入欠发达地区，
但是如此一来发展成果也往往容易流回发达地区。 与之相比，“内发型发展”的特征

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 发生范围的区域性

所谓“地区”是由既有共同的历史和传统，又有某种共同意识的人们，以其所生

存的生活空间为基础而形成的。 支持“地区主义”发展的，是“内发型发展论”（宇野

重昭，１９９１：１７２），这也决定了以此发生的地区“内发型发展”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首先，“内发型发展论”有其区域适用范围。 “内发型发展论”从来不否认借鉴先进国

家蓝本进行外发型发展的合理性。 从各国实际来看，内发型同外发型发展模式一般

会并存于同一社会中的不同地区或者不同的生活领域里，甚至在同一地区处于混合

存在状态。 这也就是说，作为从地区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同源理论，“内发型发展论”
则是在其实践区域范围内的发展模式，超出一定地理边界就另当别论了。 其次，“内
发型发展”的实践有其区域文化差别。 这是因为各地区发展起始的人文地理条件不

同，在地区开发事业的选择上也各有千秋。 此外，虽然多地都以特色工业企业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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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作为实现“内发型发展”的开端，但“内发型发展论”的主要目标不是经济增长及其

带来的物质基础的丰富，而在于人的成长，经济增长是它的重要条件（朱通华，１９９１：
４７），但不是唯一条件。 因此，各地区所面临的现实紧要问题不同，激发“内发型发

展”的路径自然也不相同。
２. 发展过程的渐进性

“内发型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４４），具有长期性，遵循

由浅入深、持续不断的演化路径。 苏南乡镇企业是鹤见和子论述“内发型发展”的重

要范例。 “从总体上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鹤见和子，１９９１：１０１）。 产

业发展遵循着客观规律。 引入工业企业的外源式发展模式相对来说可以一蹴而就，
由业已发达的企业投资于地方建设的工业企业不需要成长过程，且直接与实力强劲

的企业总部发生关联，享受各种资源支持，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市场都来自成熟的

企业总部。 但正因如此，引入企业后留给当地再创造的余地非常小，当地人的参与有

限。 而乡镇企业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人对地区传统的再创造，完成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的复杂过程。 乡镇企业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鹤见和子，
１９９１：１０１）。 产业结构由开始的工业与农业分离初创社队工业，到乡镇企业的销售与

生产环节相分离，分工更加精细与专业化。 虽然多数乡镇企业的业务集中于产品生

产，但一些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出现了第三产业队伍。 小城镇和乡镇工业是一对孪生

兄弟（吴大声，１９９１：２２４），随着产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迭，农村集镇成为小城镇进而

发展为小城市也是层层演进的过程。 大量非农人口逐渐在拥有工商业就业机会或良

好社会服务与生活环境的农村地区聚集，从而引发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建筑形式与

布局机理等方面出现城市形态特征（李强等，２０１２）。 事实上，全国很多地区都存在

着与苏南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大同小异的路径实践（吴大

声，１９９１：２３１）。
３. 全民参与的自主性

实现乡村“内发型发展”强调以乡土资源和本地居民为基础①，当地人主体性的

充分发挥，表现为响应政策号召积极主动投身于地方事业的发展成为该地人们的普

遍共识。 平松守彦鼓励大分县民众发起“一村一品”运动，但行政力量并未更进一步

做出对具体细节的干预，资源的开发利用、作物品种的确定、产品加工与销售方式的

选择，无一不是依靠地方居民探索决定。 全民自主参与发展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

面，便于精准定位适合地域区位条件的产业。 例如“一村一品”运动成果较为突出的

大山町，之前还只是主要种植水稻的贫穷小镇，为改变生活条件，缓解年轻人流失问

题，当地人在失幡治美村长的带动下，尝试发展能够增加收益的产业，结合地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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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物生长习性决定种植所需劳力少、生长快的梅树和栗树来代替水稻种植，成功增

加了收入。 另一方面，人们能够开发出与自身劳动力特点相契合的产业。 大分县的

女性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 ６３. ７％ （平松守彦，１９８５：９４），妇女是“一村一品”运动重

要的推进力量。 例如，天濑町的北平食品加工合作社，这是一个由已婚已育妇女组成

的团体，合作社的业务为农产品加工，她们生产销售如蒸包子、艾蒿年糕、柚子胡椒等

相对不太费力但是需要一定技艺和精细程度的产品，不仅在本地销售，还积极外出宣

传。 她们的收入成为所在山村的重要收入来源，其他地区的妇女也开始纷纷效仿，生
产具有家乡特色的天然食品（平松守彦，１９８５：９２ － ９４）。

４. 发展成果的普惠性

“内发型发展论”强调人是发展的主体和目标。 苏南乡镇企业的创立、运转主要

依靠当地居民，与此相适应，成果分配也惠及了广大群众，实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 一方面，采用投资农田建设、普及农技知识、补贴出售价格等方式进行以工补农、
以工建农，将工业视为地区发展的一环，高效益的工业扶持着效益较低但至关重要的

农业，使得农业非但没有萎缩，还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 对于地区居民而言，成果

不仅被直接参与者享有，而且间接惠及区域内的广大农业从业者。 另一方面，以投资

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邮电交通等各种事业进行以工促建，为地区居民提供更便

捷的公共服务，居民享受到了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切实好处。 乡镇企业积累的财富不

仅为后续的发展壮大留存了资本，更是促进了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惠及了更多的居

民，有效防止了贫富分化的产生，促进了地区的均衡发展。 同样，平松守彦始终遵循

“均衡”的发展思想来促进大分县的建设，即工业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走工业先行、其
他产业跟上的老路，而是工业与其他产业结为一体，健康发展，建设富裕的福利社会

（平松守彦，１９８５：５）。

五、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社会一直都存在“内发型发展”的传统。 从大家庭模式到人民公社“一大二

公”模式，从乡土工业到乡镇企业，其实就是一脉相通、前后继替的农村“内发型发

展”道路（赖扬恩，２００９；吴重庆，２０２１）。 陆学艺（２００１：７）将“内发的发展”评价为村

落发展的理想形态，并进一步解释道：“以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农户为主体、各个

农户的意志得以充分发挥、按照民主原则运作的村落社会结构，以及一个以市场为

导向、开放的经济结构，是实现中国农村自立发展的理想的村落社会经济结构”。
那么，现今农村将如何延续“内发型发展”的传统，探索出更多独具特色、高效运转

的实践模式，实现地区资源的创新性应用，使自身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焕发出新

的活力？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结合当下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以下三个方面

的延伸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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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灵活多变的“地区”概念，统筹资源以实现合作共赢

其一，地区无清晰边界，处在动态变化之中。 鹤见和子虽然明确论述了地区是

“内发型发展”的实践单位，但未对地区范围如何界定做出详细的说明。 乡村振兴具

体项目的实施往往以个体村庄为单位，村级层面的行动具有行政界限清晰、村内熟人

关系网络等方面的优势。 斯科特（２０１６：１９）认为，将一个地理上的“区域”称为一个

“地区”需要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它与其邻近地区相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讲，
地区就比一个村庄宽泛得多，其中的“共同文化特征”不仅是某地区别于邻近地区的

标志，也是推动“内发型发展”的地域特色资源。 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应局限于行政区

划范围，而是实事求是、灵活推进，多个村庄可以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深入合作，在实

现超越村庄范围的地区发展中带动本村的发展。 其二，地区之间在交流中互鉴，在互

鉴中繁荣。 模式与比较正是费孝通关于建设小城镇所用的研究方法，即不同地区实

践模式的比较与互鉴，并结合应用于开发相对落后的区域。 “内发型发展”不仅区别

于外发型，其自身也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根源于其所发生地区在历史传统、区位

条件、资源基础等方面。 加之，“内发型发展”具有渐进性，在各个地区也就表现出一

定程度上的差异。 在先发与后发的纵向关系中，众多类型的先发地区为后发地区提

供了模式多样的路径示范，使得后发地区可以在借鉴相似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博采众

长；在横向互鉴中，为进一步优化地区发展路径提供重要参考；在“全国一盘棋”的全

局观下，让各个区域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实现一体化联动发展（费孝通，１９９１：２９）。
（二）塑造农民的主体性，激活农村内生动力

政策文件频繁关注激发农民和农村地区两个层面的“内生动力”。 一方面，作为

地区主体，地区居民是“内发型发展”的主体与成果享有者。 正如鹤见和子和胡天民

（１９８９）认为，对“内发型发展”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创造性的探究。 激活乡村中

的“内发型发展”动力要素本身包含了对农民主体性的塑造，即创造农民参与地方发

展的机会，并提高其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意愿和能力。 具体来讲，要使农民相信自己、
依靠自己创造美好生活。 正如“苏南模式”和“大分模式”背后各有其精神内涵，这
在苏南表现为“爱国、集体、竞争”的原则类精神，在大分则表现为“自立、自助”的

品质类精神。 与提高农民推动地区发展的意愿相比，农民能力提升就显得复杂得

多，需要长期培养、持续实践。 另一方面，作为动力来源，地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是实

现“内发型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全面激活地区发展动力要素，再造传统资源的

新价值，这涉及农民主体性发挥与当地资源开发、政府政策设计、市场拓展和技术

革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依靠的力量其实并不完全来自农村地区。 在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的政策支持下，大多数乡村内部的发展进程尚且缓慢，更不必说仅靠农村内

部资源，内外结合才是合理的选择。 内外结合的关键是要做到以农民实际需求为

出发点，因地制宜推行本土化的政策，根据地方特色确定适合的资源开发方式，并
借用外部技术加以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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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度保护开发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城乡有机融合

其一，对待地区传统文化应选择性革新、适度保留。 所谓传统，是指在某一地区

或集团内，代代相传而继承下来的“型”，包含意识结构的型、世代相传继承而来的社

会关系的型以及指导衣、食、住方面一切物品有关技术的型（鹤见和子，胡天民，
１９８９）。 在“内发型发展”的背景下，地区传统不仅是重要的资源，其中的文化底蕴更

是地区特色所在。 传统可能在很多方面不再适应农民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但这不

代表传统一无是处。 例如，“苏南模式”就是基于乡土工业的传统发展起来的。 此

外，现今众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也充分表明，立足农村人际关系基础才能够实

现成功经营。 诸如生计方式、人际关系结构、矛盾调节机制等传统内生于乡村社会，
最适合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中的一些要素需要进行革新、再创造以焕发新的活

力，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至今仍需被保护和利用。 其二，乡村与其对应的城市之间相辅

相成。 如果说乡村是一个有待实现“内发型发展”的地区，那么与之对应的已发展地

区就是城市。 费孝通构建的乡村振兴道路是离不开城镇的，他在早期对江村的研究

中发现农村不是一个封闭社区，农村在各方面都和外界有联系，特别在经济上依靠附

近那个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流的集镇（费孝通，１９９１：１）。 之后，费孝通将研究领域从

农村扩大到小城镇，将小城镇作为城乡“联结点”。 城市聚集着各类人才、相对完善

的产业体系，是乡村发展所需的重要外部力量，同时，城市强大消费能力可以为乡村

带来广阔的市场。 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并不是标准的蓝本，乡村发展追求的目标也

不是单向融入城市，而是要实现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和谐交融、交互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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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荟，庞欣，奚云霄，等，２０２０． 熟人社会、村庄动员与内源式发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中
国农村观察（３）：２８ － ４１

平松守彦，１９８５． 一村一品运动：日本振兴地方经济的经验．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研究室，
译．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清成忠男，１９９１．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两种途径∥朱通华，宇野重昭，主编． 农村振兴和小城镇

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塞利格曼，２０１２． 持续的幸福． 赵昱鲲，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三石善吉，１９９９． 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 余项科，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斯科特，２０１６．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王晓毅，译． 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

檀学文，２０１８．贫困村的内生发展研究———皖北辛村精准扶贫考察．中国农村经济（１１）：４８ －６３
王志刚，黄棋，２００９． 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述评． 教学与研究

（３）：７２ － ７６
文军，刘雨航，２０２２． 迈向新内生时代：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应对． 贵州社会科学（５）：

１４２ － １４９
吴重庆，２０２１． 超越“空心化”：内发型发展视角下的县域城乡流动．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６）：９１ － １００
吴大声，１９９１． 中国农村城市化研究∥朱通华，宇野重昭，主编． 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

学者共同研究．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吴越菲，２０２２． 内生还是外生：农村社会的“发展二元论”及其破解． 求索（４）：１６１ － １６８
杨高升，庄鸿，田贵良，等，２０２３． 乡村经济内生式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逻辑———基于江苏省 Ｚ 镇

的经验考察． 农业经济问题（６）：１２１ － １３４
杨丽，２００９． 农村内源式与外源式发展的路径比较与评价———以山东三个城市为例． 上海经济

研究（７）：２５ － ３３
宇野重昭，１９９１． “一村一品运动”和“离土不离乡”的思想及其领导者∥朱通华，宇野重昭，主

编． 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２００７． 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６１ － ６８

张玉强，张雷，２０１９． 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市 Ｙ 村的案例考察．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５）：４９７ － ５０４

朱通华，１９９１． 中国“苏南模式”与日本“大分模式”的研究∥朱通华，宇野重昭，主编． 农村振兴

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鶴見和子，川田侃，１９８９． 内 型 展論． 東京大学出版会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Ｇａｒｙ，Ｉｖａｎ Ａｎｎｉｂａｌ，Ｔｅｒｒｙ Ｃａｒｒｏｌｌ，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ｅｏ⁃ｅｎ⁃
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ａ Ｒｕｒａｌｉｓ（３）：４２７ － ４４９

Ｒａｙ，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１９９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８２１·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年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２５７ － ２６７
Ｓｌｅｅ，Ｂｉｌｌ，１９９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ａｎ Ｄｏｕｗｅ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ｌｏｅｙ，Ａｎｎ Ｌｏｎｇ． Ｂｏｒｎ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Ｖａｎ Ｃｏｒｃｕｍ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Ｔｏｗ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ＧＵＯ Ｚｈａｎ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ｕｒａｌ ｅｎ⁃
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８０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ｒ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 ｈｏｗ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ｌｙ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ｓｐａｒｋ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ｖｅａｌ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ｅｉ Ｘ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ａｇｉｔａ Ｋｕｎｉｏ ｂｙ Ｋａｚｕｋｏ Ｔｓｕｒｕｍｉ． Ｉｔ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ｉ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ｍｏｄｅｌ； Ｏｉｔａ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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